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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】 本文试图通过对冯友兰先生的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思想的分析，揭示出其从求异到求同，进而会通中西，建设未 

采哲学体系的构想，从其思想中透视出我们对待传统哲学和文化应采取的态度、立场和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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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“中西之争”实质上是“古今之争” 

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，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 

代⋯，对于这一时代问题的苦苦思索，试图探求解决问题的 

方案，成了冯友兰等一代思想大师们的自觉行动和终生追求。 

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时代的大前提，冯先生开始关注中西 

文化和哲学的比较研究。 

对于中西文化论战，冯先生的立场比较鲜明。在《新事 

论》中他说：“近数年来，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，有主张所 

谓部分西化论者，有主张所谓本位文化论者。无论其主张如 

何，但如其所谓文化是指一种特殊地文化，则其主张俱是行不 

通底⋯⋯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，持此说法者，一般人所谓西洋 

文化者，实指近代或现代文化。所渭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 

底，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，而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化底。 
⋯ ⋯ 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 

是中国底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。”L2 J由此，冯先生 

认为，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“中西古今”之争，是时代的差 

异，历史的差异，进而提出，中国文化和哲学面临着由古代向 

近代、现代转化的问题，西方文化和哲学已经完成这一转化， 

走在了世界的前头，因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就有一个向西方学 

习的问题。但是，学习西方应是学习它们对中国文化和哲学 

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，中国传统走向现代化应该继承对于未 

来哲学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。这就是冯先生对于中西文化论 

战的基本观点。 

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，并不仅仅就是纯粹从理论上来比 

较中西哲学。严格意义上讲，二者是不可比的，因为二者的形 

成及其历史发展根本不同。之所以拿它们来比较，则是因为 

二者发生了矛盾、冲突，同处于一个时空，构成了时代的问题。 

但是，理论的比较仅仅只是拿两个样本来作静止的、形而上的 

研究，这不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长远和最终的目的，其最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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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、长远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，超越历史、立足现在、着眼未 

来。透过对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考察，借鉴其中与我们有益、有 

意义的部分，从西方哲学史中剥取，吸取其中活的、有生命力 

的东西，来营养中国哲学中在未来仍有价值的部分；对中国传 

统哲学、文化的弘扬和阐发，发掘其中对于现在有价值、有营 

养的东西。这就构成了冯友兰先生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参照坐 

标系。冯友兰哲学史研究思想的肇端、演进、起伏跌宕都不曾 

脱离过这个坐标系。 

冯友兰先生说：“我说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之比较文化原 

因，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动方面；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，而在 

预期将来0” J从对中西文化的矛盾的思索，认为“东西文化 

不同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。它们的根本思想，就是它们的哲 

学。” J到消除东西文化的对立的观念，打破所谓东西的界 

限，认为“人的思想，都是一样的，不分东方与西方。”[5 J‘‘人的 

思想，不分国界，哲学不分东西0” J 

必须指出的是，冯友兰先生把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具体 

性转为“古今之争”的一般性，从一般性来比较不同的文化形 

态的具体性：差异的根源 7l。从求异到求同，从求异中发现 

共同性，寻求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，吸取西方哲学中对 

于中国哲学近代化有价值的东西——范畴、概念、体系，这就 

是冯友兰先生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的目的之所在。中西比较 

作为方法论原则，它从不自觉地运用到自觉地运用来研究中 

国哲学史，则在理论意义上得到了升华，用西方哲学的概念、 

范畴和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、范畴和体系，从而使 

传统哲学仍然有价值的内容得到了新形式的改造而获新生， 

所谓的“旧瓶装新酒”。这一点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上、下卷和《新 

理学》中就表现得很明显。从胡适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，到冯 

友兰“今欲讲中国哲学史，其主要工作之一，即就中国历史上 

各种学问中，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，选出而叙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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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”[ ]依据中国哲学史，对西洋哲学之内容、形式、范畴、概 

念、体系作出取舍，以阐释中国哲学的新意义、新价值，构建中 

国哲学的新体系——《新理学》，就是冯氏对于中西比较研究 

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把握和升华。 

2．“正”的方法与“负”的方法——中西哲学方法论之比较 

与会通 

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工作中，冯友兰先生所作的开创 

性的贡献，不仅在于他对中西哲学(文化)冲突所采取的全新 

的视角——从一般性来掌握具体性，而且采取“客观的、同情 

的了解”的眼光(立场)来看待中西哲学。更突出的是，冯先生 

在方法上的突破。通过中西比较，从求异到求同，确证了中西 

哲学不仅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，从而确定了其比较研究的理 

论意义在于“抽象的继承”。然后在此基础上，引进西方哲学 

的逻辑分析方法——“正”的方法，以之来分析、澄清中国哲学 

中的概念、范畴，补足中国哲学直觉主义有余、理性主义不足 

的缺陷；并阐发了中国哲学的“负”的方法，以弥补西方哲学方 

法论上的不足。对中国哲学而言，重要的是方法论方面“逻辑 

分析方法”的引进。对此，冯先生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指出： 

“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， 

是逻辑分析方法。” J所谓正的方法，“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 

上学，也就是对经验作逻辑底释义。”“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对经 

验作分析、综合及解释，这就是以理智义释经验。”̈oJ冯先生 

曾将逻辑分析方法比喻为点石成金的“手指头”，之所以如此 

说，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分析方法对于近代中国人的 

思想及其哲学研究都具有耳目一新的功用。胡适的《中国哲 

学史大纲》一经出版发行，就影响轰动，学术上思想上的影响 

较大，就是因为他运用了西方近代方法。 

冯先生评价说：“当时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学方法写 

出的中国哲学史，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 
一 点系统，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。⋯⋯在这种情况 

下胡适的书出来。⋯⋯见了这个手段，觉得面目一新，精神为 

之一爽。”[11] 

所以，冯先生说：“正的方法的传人，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 

大事了。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，使其整个思想为 

之一变。 12 J在冯先生看来，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最大的 

影响不是它的结论，而是它得出结论的方法。所以，一般认 

为，恰恰是逻辑和对逻辑的兴趣，引导冯友兰先生走上了哲学 

史研究的道路，这从一个更高层次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新思 

想及新的思想方法的渴求，尤其是对于新的思想方法的渴求。 

逻辑分析方法一经传人中国，便为有识之士所喜爱，并运用来 

进行理论思维活动。冯先生是较早得到这个“手指头”并能娴 

熟地运用它的人之一。冯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 

史，创立“新理学”体系的。正是掌握了逻辑分析方法，冯先生 

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着重运用这一方法，研究分析中国哲学的 

概念、命题，以揭示其哲学意蕴。“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 

析古代的观念，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o"[13j 9-5先生的哲学 

史研究和“新理学”体系的创建都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时代精 

神。 

在比较中西哲学研究过程中，冯先生发现了中国哲学史 

中的“负”的方法是西方哲学史中所缺乏的。“负”的方法实际 

上是直觉主义的方法。他说：“用直觉主义的方法讲形上学 

者，可以说是讲其所不讲，⋯⋯犹之乎以‘烘云托月’的方法画 

月者，可以说是画其所不画。”[Hj‘‘西方哲学以他所谓‘假设 

的概念’为出发点，中国哲学以他所谓‘直觉的概念’为出发 

点。其结果，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，负 

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0”“在中国哲学史 

中，正的方法从来未得到充分发展；⋯⋯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 

所需要的。另一方面，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来未见到充分发展 

的负的方法。”[15]因此，西方哲学也需要“负”的方法，以弥补 

其不足。冯友兰先生坚信，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应该包含有 

“正”的方法和“负”的方法，两者并不矛盾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 

而且认为“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，应当始于正的方法，而终 

于负的方法。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，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 

最后顶点。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，它就缺少作为哲学 

的实质的清晰思想。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，更不 

在清晰思想之下。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。它不是反对理 

性的，它是超越理性的。”“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 

学0”[16]因此，冯先生认为未来的哲学应是“正”的方法与 

“负”的方法、理智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，并且强调，必须始 

于“正”的方法，终于“负”的方法，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的顶点 
— — 即他所说的“哲学境界”、“天地境界”，体现天人同一的精 

神境界，而非其他。但是，必须指出的是，之所以得出上述观 

点，是因为在冯先生看来，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上学，是 

不可思议的、不可言说的，但对于不可思议者，仍有思议；对于 

不可言说者，仍有言说。“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者，不是哲学， 

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、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，方是哲 

学。’’[17] 

哲学的变革首先在于方法论的变革。冯先生所讲的“正” 

的方法和“负”的方法，仅仅是其一家之言，但它体现了冯先生 

试图经由比较中西而走向会通中西哲学的努力，对于中国哲 

学的近、现代化，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、现代化，提供了一 

个有益的范式。 

3．中国哲学精神与未来世界哲学——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

中国哲学现代化借鉴于西方哲学的，是西方哲学的逻辑 

分析方法和理性主义，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及它的近代哲学的 

概念、范畴和体系。中国哲学贡献于世界哲学的除了“负”的 

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呢? 

冯友兰先生在《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》一文中，着重 

指出两点：一点是哲学使用的方法；一点是由哲学达到的理想 

人生。这是冯先生早期思想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。他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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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主张，哲学的作用主要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。冯先生认 

为，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，就是他 

在《新原人》中所说的就是天地境界，就是哲学所有最高境界， 

也就是所谓、世间而出世间的境界。在人伦道德上就表现为 
一 种圣人人格，即内圣外王的人格。而对此境界、修养、人格 

的追求，无疑就成了中国哲学的精神。冯先生考察中国哲学 

史时发现，在中国哲学史中，无论哪家哪派，都自以为是讲“内 

圣外王之道”，但并不是每一家所讲的都能合乎“极高明而道 

中庸”的标准。所以他在《新原道》中采取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 

的标准评定各学派的价值。冯先生以为只有这样做，才是“真 

正接着中国哲学的传统讲底。并以见我们所谓中国哲学的精 

神，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。”L1 8J这种精神是中国哲学所特有 

的，它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。 

中国哲学精神在个人的精神、行为上的表现，就是对人生 

最高境界——“人世间而出世间”的追求，“专就一个人是人 

说，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?照中国哲学家们说， 

那就是成为圣人，”【 J从而提出了“出世f．-j”或“人世间”的问 

题，如何统一起来，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，求解决这 

个问题，就构成了中国哲学精神。冯先生指出，一个人不仅在 

理论上，而且应该在行动上完成“人世间”而“出世间”的统一， 

才是圣人。具体来说，追求做圣人的成就，中国哲学精神于个 

人的精神表现。中国哲学的本来的传统就是重人伦，重视在 

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强调个人道德践履、精神修养的，重视直接 

在人 tl,之内寻求善和幸福，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， 

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，中国哲学最讲人伦的。也正是在人 

伦道德上对圣人人格的追求，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中人的精 

神，就全体来讲就是中国哲学精神。在《新原道》绪论中他说： 

“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，有一个思想的主流，这个传统 

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。这种境界是最高底，但又不离乎人 

伦底。这种境界，就是世间而出世间底。这种境界以及这种 

哲学，我们说它是‘极高明而道中庸’。‘极高明而道中庸’ 
⋯ ⋯ 如何统一起来，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求 

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中国哲学的精神。这个问题的解决，是中国 

哲学的贡献。”[20 J 

重要的是，冯先生认为，中国哲学的精神不仅仅是x,-J~国 

人有意义，而且这种精神对人类都有价值，对未来世界哲学的 

建设也是有贡献的——这是中国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贡献。 

冯先生在《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》中说的更明白。他说：“如果 

人类将来日益聪明，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，它们就 

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，而且必有所得。”[21]冯先生认为 

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哲学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它的对于人伦 

的追求，因为西方哲学的传统是注重向外“求真”，也就是“人 

世间”，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注重向内“求好”，因此，西方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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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中科学非常发达，而中国人伦哲学非常发达。虽然说，“负” 

的方法，也有贡献，但主要的还是在于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区别 

于西方重人为的哲学系统，它所肯定的对人文价值的确认，也 

就是对人的重视和关注，这是西方哲学未能关注到的，所以， 

冯先生说：“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，对于人类精神 

境界的提高，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，是有所贡献 

的。’’[22] 

因此，对于未来世界哲学的建设，冯先生认为，西方哲学 

中的关注自然、重视人为，追求科学真理的“求真”精神，以及 

由此而形成的逻辑分析方法，对其他不同的文化和哲学而言 

是新鲜的有价值的；同时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人生、重视内 

心世界和平与安宁，追求道德精神的不断超越的“求好”传统， 

以及由此形成的直觉主义的方法，也对其他文化和哲学有积 

极的贡献。所以，冯先生认为，“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历史时期 

的文化，都需要有一个包括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广泛哲学体系 

作为这种文化的中心思想和理论基础，把这种文化各个方面 

统帅起来、联系起来、指导他前进0”[23]而未来世界哲学就应 

该是会通和涵摄世界各国的哲学之精华的一个有广泛系统的 

哲学，各国的哲学都要融入到这一未来哲学体系中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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